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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手工收集整理的广东和北京两地行政案件判决书信息，构建
相应的微观数据集，实证研究被告的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以区县级政
府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远低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甚至低于直辖市级被告的案件，这
不仅证实了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而且与理论解释相一致，同时也揭示了行政干预司法的作用渠道。而
在二审中，区县级被告案件的原告胜诉可能性则高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说明二审判决具有纠正一审司法
偏误的积极作用。此外，一审和二审行政案件中均存在“审判长固定效应”，尽管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判决显著地受到审判长个人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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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法院为中心的有效的司法制度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成功的基础(North，1990)［1］。在中国，正式
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商业纠纷和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Long，2010)［2］。伴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
大，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各类纠纷日益增多，对法律制度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然而，中国司法制度的有
效性被学者们普遍诟病(Potter，1999;Clarke 等，2005;Clarke 等，2008;Wang，2008)［3 – 6］，其中最重要
的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权力对司法过程的干预。即地方政府利用司法机关对其财务和人事上的依赖
性，不正当地干预司法系统的运行过程，以使法院的判决有利于和政府(如在地理位置和政治权力方
面)联系密切的当事人。行政干预司法的广泛存在破坏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削弱了法院作为公正的
裁判有效解决商业纠纷和约束政府权力功能的发挥。事实上，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是威权主义国家
的内在缺陷，中国也不例外(Xu，2011)［7］。
司法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行政干预司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受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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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广泛关注(如马怀德，2003;Gechlik，2005;龙宗智，2015;等等)［8 － 10］。这些研究的学理分析较
为充分，往往通过典型案例来论证其观点，但普遍存在的问题则是缺乏数据的支持。近年来，相关话
题也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陈信元等，2009;Long 和 Wang，2015;潘越等，
2015)［11 － 13］，学者们或者把行政干预司法及与之相伴生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作为默认的事实去研究
其经济后果，或者从地理位置或政治权力方面的“司法偏误”(Judicial bias)侧面佐证行政干预司法的
存在性。尽管行政干预司法这一问题已被充分认知，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然而学者们
对司法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基于
此认知，本文拟以行政诉讼案件为例，实证检验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选择行政诉讼案件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诉讼是指人们平时所说的“民告官”，因而
可以合理地进行预期。在以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的判决中，干预司法的现象更为直接和普遍，因
此作为人们和政府之间的纠纷，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偏误能更直接地体现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这也是本
文试图验证的核心议题。再者，政府单位的不同级别允许我们检验行政级别对案件判决的异质性影
响，这将有助于我们在验证行政干预司法存在性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渠道提供了基于行政
诉讼案件微观数据的证据，为近年来国家开展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改革(如异地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发现了司法偏误的又一来源，即行政案件的判决结果具有行政级别属性，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
果;三是以行政诉讼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法院判决文书中当事人的胜负情况探究法院如何处理
人们和政府之间的纠纷，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即在公民受到政府
“掠夺之手”侵犯时，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保护，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产权的实际保
护程度。
二、制度背景及研究假设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在法律上拥有独立行使司法审判的权力，但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
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远没有达到有效(Long，2010)［2］。在司法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中，行政干预司
法无疑最为严重。现有文献多从行政干预司法而导致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视角为切入点，研究法院
在审判中存在的司法偏误，以检验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或者探讨其经济后果。典型案例的分析表
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存在于中国司法实践的各个环节(刘作翔，2003)［14］。实证研究也表明，如果当
事人和审理法院所在地一致，则判决结果会更加有利，如更高的胜诉概率或者判决比(张维迎和柯荣
住，2002;龙小宁和王俊，2014;Long 和 Wang，2015)［15 － 16，12］，且相对于外地企业而言，法院对本地企业
保护得更好(Long，2010)［2］。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法律诉讼中能获
得更高的胜诉率和股票累积异常收益率(Firth 等，2011;Lu 等，2012)［17 － 18］①，对投资者保护法律实施
的负向市场反应更弱(陈信元等，2009)［11］。这些文献从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诉讼判决和绩效的影响
方面印证了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
对于中国之所以会存在行政干预司法问题，刘作翔(2003)［14］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以及
行政区划体制下，地方法院实际上已成为地方的法院，这一属地化特征，加上地方利益的存在，客观上
导致了现实中存在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具体地说，中国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主要领导和
审判员由法院所在辖区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免②。这与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
体制相结合，客观上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除此之外，地方
法院的经费来源依赖于同级地方政府，法官的薪水和法院运作的资金大部分也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
政预算，如果法院的判决对地方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则可能面临着地方政府减少司法系统经费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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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等 (2012)［18］还发现，当案件由政治关联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审理时上述情况更加明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2006 修正)》第二章第十七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和二十九条，以及第三章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的规定。
威胁(Zhang，2003)［19］。事实上，中国的司法系统如同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行政单位一样加以运作，它
的权威来自于政府，而不是法律(Gong，2004)［20］。法律制度是国家治理和控制社会的一个工具，它本
质上是政府的财产(Clarke 等，2008)［5］，这使得政府和法院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因
此，在本文所关注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即所谓的“民告官”案件，可以预期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行政干
预司法的问题。
行政诉讼涉及到个人或企业与政府的纠纷，其被告是各级政府单位，因此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在
其中表现出与经济类民事诉讼案件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建立“被告的行政级别———司法干预能
力———法官裁决”的逻辑线索，认为在现行的司法制度框架下，法院对同级地方政府在人事和财务上
的依赖性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干预法院的司法过程，司法地方化的存在又使得法院隶属于同级地方
政府，因此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将获得不同的干预司法运行过程的能力，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因而具备
了行政级别属性。本文的行政案件数据中，涉及最广泛的是乡镇级和区县级被告，因此我们也主要关
注这两类案件。一方面，区县级被告由于更高的行政级别而在行政诉讼中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另一方
面，一审案件的审理法院往往依赖于区县级(而不是乡镇级)政府，因而其中的被告对司法过程有更强
的实际干预能力。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期，在这两类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一审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
性将会不同，具体地说，在乡镇级被告的案件中，法院将会做出(相比于区县级被告的案件)更有利于
原告的判决。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法规适用
问题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做出相应的终审判决。若二审判决确实能起到纠正一审判决中可能存
在的偏误的作用，那么它很可能会改变一审行政案件判决中原告胜诉率的行政级别属性。如果上述
猜想正确，那么在二审案件中，法院将会在乡镇级被告案件中(相比于区县级被告案件)做出更不利于
原告的判决结果。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待检验的两个命题:
假设 1:在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相对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原告在区县级被告案件中胜诉的可能
性更低;
假设 2:在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中，相对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原告在区县级被告案件中胜诉的可能
性更高。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 /wenshu． court． gov． cn)和北大法宝(http:/ /www． pkulaw． cn /)手工
收集了江门市所有基层法院和周边五区县基层法院 2011 年 7 月 ～ 2016 年 8 月共计 405 份有效的行
政案件判决文书①，以及北京市 2014 年 10 月 ～ 2015 年底共计 2 443 份有效的行政案件判决文书②，构
建了“江门市异地审理司法制度改革数据集”和“北京市行政诉讼微观数据集”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
裁判文书中包含了案件名称、案件字号、审理法院、审理程序、原被告名称、起诉日期、受理日期、审结
日期、判决结果、审理法官等信息;每个数据集中包括了纠纷内容、法院所在地(区或县)、原被告性质、
被告的行政级别、是否胜诉、判决日期等变量。由于江门市在样本时间范围内发生了异地审理司法制
度改革，为防止其对实证结果可能出现的干扰，本文在基础回归中主要使用该数据集中江门市的周边
五区县子样本。
(二)变量说明
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其中需要说明的变量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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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的周边五区县包括广东省的阳江市阳春市、云浮市新兴县、佛山市高明区、佛山市顺德区和珠海市斗门区。
在回归分析中为使估计结果更纯粹，本文只使用了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和中级法院审理的二审案件，其中只包括 1 299 份行政案件判决书的信息。
是否胜诉(WinPlaintiff)。胜诉赋值为 1，败诉赋值为 0。有关胜诉与否的判断借鉴龙小宁和王俊
(2014)［16］的方法，即只要原告的法律诉求全部或者部分得到法院的支持就认定其胜诉①。
原告的类型(Plaintiff_Type)。文中所使用的行政案件中原告主要有个人、企业和事业单位三种类
型，个别难以归类同时又非本文重点关注的归入“其他”，分别赋值 1、2、3、4。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
告是村民小组则仍然将其看作是个人。部分案件不止 1 个原告，则以第一原告的类型作为该行政案
件原告的类型。
被告的行政级别(Admin_Level)。行政案件即所谓的“民告官”案件，因此一审行政案件的被告均
为相关的政府部门，不存在不同性质的被告。本文将被告的行政级别划分为乡镇级、区县级、地市级
(或直辖市级)和国家级，分别赋值 1、2、3、4。对于有 1 个以上被告的情况(一般最多为 2 个)，以其中
行政级别最高者作为该行政案件被告的行政级别。
审判长固定效应(Chief_Judge)。为了考察行政案件审判中可能存在的审判长固定效应(这也是
司法偏误可能的来源之一)，笔者分别对不同数据集所有案件中的审判长依次编号，生成分类变量“审
判长固定效应”。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胜诉
所有案件 185 0． 259 5 0． 439 5 0 1
乡镇级被告 43 0． 534 9 0． 504 7 0 1
区县级被告 142 0． 176 1 0． 382 2 0 1
解释变量
原告的类型 185 1． 351 4 0． 478 7 1 2
被告的行政级别 185 1． 767 6 0． 423 5 1 2
是否沿海 185 0． 167 6 0． 374 5 0 1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 185 0． 708 1 0． 455 9 0 1
审判长固定效应 181 17． 502 8 9． 934 6 1 31
从表 1②可以看到，变量“是否胜诉”的均值为 0. 259 5，即样本中原告的胜诉率为 25. 95%，说明
胜诉概率较低;根据我们的定义，只要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得到法院的支持即认为其胜诉，因此这一
胜诉率实际上高估了个人及企业与政府的力量对比。应注意的是，此处的胜诉率包括了乡镇级和区
县级的政府单位被告，在根据被告的行政级别分样本进行划分时，可发现在乡镇级政府单位被告的行
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高达 53. 49%，而在区县级政府单位被告的案件中胜诉率只有 17. 61%，较大的
差异说明当个人或企业在行政诉讼中面临更高行政级别的被告时，其胜诉的可能性远低于面临更低
行政级别的被告，这与本文的核心假设相一致。不过此结论是通过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而得出，其是否
成立还需进一步检验。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概率的差异，笔者绘制了乡镇级和区县
级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随时间(季度或月份)变化的趋势散点图。从图 1 可以看到，尽管原告胜
诉率随时间变化而波动，但整体而言，在乡镇级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明显高于区县级被告的案
件。具体而言，在乡镇级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有两个季度为 0，其余均在 0. 5 之上;而在区县级
被告的案件中，有 11 个季度原告胜诉率为 0，占该组别的 61. 11%，其余 7 个季度胜诉率较高，但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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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定义“是否胜诉”的合理性在于，普通公民或者企业在面对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机关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在行政案件中胜诉率较低，因此只要
原告的诉求得到部分满足即表示其成功;此外，如此定义可以使变量“是否胜诉”的变异更大，系数的识别更加可行。
受篇幅所限，表 1 只给出了江门市“周边五区县”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他数据备索。
在 0. 7 以下，其中 6 个季度集中在 0 ～ 0. 41 之间，这直观地表明当原告面临乡镇级被告时比面临区县
级被告胜诉的可能性更高。图 2 为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案件其原告胜诉率随月份变化的情形，由于
观测值更多，因此散点也更密集，但可看出其结果与图 1 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①。
图 1 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案件其原告
胜诉率变化趋势(季度)
图 2 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案件其原告
胜诉率变化趋势(月份)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设定
首先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被告的行政级别对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模型
具体设定如下:
WinPlaintiffit = β0 + β1DefendantCountyit + X'itθ + εit (1)
其中，下标 i表示具体的行政案件，t 表示案件的判决时间(年份、季度或月份)，WinPlaintiff 表示原告
是否胜诉;DefendantCounty表示区县级被告的案件，由于我们以乡镇级被告案件为基准组，因此如果
DefendantCounty的系数显著为负，则可证实假设 1，若显著为正，则可证实假设 2②;X 是一系列控制变
量组成的向量，包括原告类型(Plaintiff_Type)、案件类型(Case_Type)、审判长固定效应(Chief_Judge)、
判决年份(季度或月份)(Verdict_Year /Verdict_Quarter /Month)等，是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线性概率模型的固有缺陷，本文同时使用 Logit和 Probit模型来估计被告的行政级别对行
政案件中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此处假设审理法官(全体)对某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取决于不可观测
的潜变量 y* ，它代表着审理法官因判决某个行政案件中的原告胜诉而得到的净效用，可以表示为以
下一系列解释变量函数:
y*it = β0 + β1DefendantCountyit + X'itθ + εit (2)
方程(2)中各变量及符号与方程(1)相同。审理法官判决的依据是，当案件判决的净效用 y* ＞ 0
时，原告胜诉，即 WinPlaintiff = 1;当 y* ≤0 时，判决原告败诉，即 WinPlaintiff = 0。则行政案件中原告
胜诉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r(WinPlaintiffit = 1 |X)= Pr(y
*
it ＞ 0)
=
exp(β0 + β1DefendantCountyit + X'itθ)
1 + exp(β0 + β1DefendantCountyit + X'itθ)
= (β0 + β1DefendantCountyit + X'itθ)
如此可以得到用以估计被告行政级别对行政案件原告胜诉概率影响的 Logit和 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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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中乡镇级被告的案件比区县级被告的案件少(见表 1)，因此前者在图 1 和图 2 中的散点均要少于后者。另外，在少数情况下，
乡镇级和区县级被告案件的原告胜诉率为零时重合了，导致符号看起来不是很规则，此处提醒读者注意。
在基础回归中使用的是江门市周边五区县子样本，其中被告的行政级别只涉及到乡镇级和区县级，因此方程(1)中只给出了变量 DefendantCounty。
(二)实证结果
首先通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被告的行政级别对行政案件
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被告的行政级别对行政案件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线性概率模型)
变量
(1) (2) (3) (4) (5)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2． Admin_Level － 0． 358 8＊＊＊ － 0． 356 8＊＊＊ － 0． 294 6＊＊＊ － 0． 281 4＊＊＊ － 0． 313 1＊＊＊
(区县级) (0． 083 0) (0． 082 4) (0． 086 8) (0． 090 4) (0． 0770 3)
2． Plaintiff_Type 0． 034 6 0． 019 8 0． 005 69 － 0． 041 2
(企业) (0． 061 5) (0． 062 0) (0． 066 8) (0． 063 4)
Coastal 0． 223 6＊＊ 0． 354 7＊＊＊ 0． 296 5＊＊
(0． 099 6) (0． 100 1) (0． 126 6)
Ｒiver － 0． 129 8* － 0． 226 4＊＊ － 0． 193 4
(0． 071 9) (0． 107 0) (0． 135 8)
Chief_Judge 否 否 否 是 是
Verdict_Year 否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0． 534 9＊＊＊ 0． 521 2＊＊＊ 0． 533 0＊＊＊ 0． 502 1＊＊＊ 0． 472 6＊＊
(0． 076 5) (0． 080 5) (0． 096 7) (0． 132 4) (0． 182 6)
观测值 185 185 185 181 181
拟合优度(Ｒ2) 0． 119 6 0． 121 0 0． 156 7 0． 241 7 0． 363 5
说明:＊＊＊p ＜ 0. 01，＊＊p ＜ 0. 05，* p ＜ 0. 1;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的标准差。
表 2 方程(1)只考虑了“被告的行政级别”(Admin_Level)这一关键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变量系数
为 － 0. 358 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在区县级被告的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概率显
著低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该结论支持假设 1。方程(2)加入原告的类型(Plaintiff_Type)作为控制变
量，结果表明，变量“被告的行政级别”系数的量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假设 1 依然成立。且变量“原告的类型”系数非常小(0. 034 6)，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在样本
范围内个人和企业作为原告的胜诉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即二者和作为被告的政府单位的力量对比
较为接近。
方程(3)加入了“是否沿海”(Coastal)和“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Ｒiver)两个变量，原因是对外开
放(国际贸易和投资)无疑会对中国的司法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Clarke等，2008)［5］，我们猜测它对样
本范围中的行政案件判决也会起作用。由于区县级的国际贸易或投资数据很难统计，本文用上述两
个变量作为代理变量。“是否沿海”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经济联系越发达的地
区(区或县)法治水平越高，法律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约束程度越高，故而行政案件中的原告胜诉率也
更高。而“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的系数却显著为负，这很可能是由该变量本身的特点决定的①。变
量“被告的行政级别”系数量级稍有减小，但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1 依然得到支持。
方程(4)进一步控制了“审判长固定效应”(Chief_Judge)，我们发现，不同审判长参与审理的行政
案件其原告胜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显著差异②，而且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 Ｒ2 由方程(3)中 0. 156 7 增
加到 0. 241 7，说明该变量对行政案件的判决结果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中国司法偏误的又一
来源是审判长的个人特质会对行政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余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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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是否沿海”能更加准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发达程度。应注意的是，在解释“是否沿海”对原告胜诉率的显著促进
作用时需十分谨慎，广东江门是沿海城市，整体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而位于同一个地级市的不同区县差异应该也不会太大。
因篇幅所限，表 2 及后文各回归结果中均没有报告变量“审判长固定效应”系数的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假设 1 得到支持。考虑到行政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随时间的延长而可能发生
变化，方程(5)进一步控制了案件的判决年份，以捕捉原告胜负变化的时间效应。可以看到，方程的拟
合优度由 0. 241 7 大幅增加到 0. 363 5，说明判决年份对样本中行政案件的原告胜负情况有较强的解
释力。其他基本结论没有本质改变，研究假设再次被证实。
总之，表 2 中的回归结果有力证实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即行政案件中被告的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
的概率有着显著影响，相对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原告在区县级被告的案件中胜诉的可能性更低。
表 3 为被告行政级别影响原告胜诉概率的 Logit和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为节省篇幅，只给出
了包括所有控制变量时的情况，作为对比，将表 2 方程(5)的估计结果复制到此。从表 3 可以看到，无
论是在 Logit模型还是 Probit模型中，变量“被告的行政级别”都为负(分别为 － 2. 661 0 和 － 1. 441 3)，
而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相对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原告在区县级被告的案件中胜
诉的概率更低。由于 Logit模型和 Probit模型的系数大小不能直接解释成边际效应，我们对其估计结果
分别求平均边际效应①，结果如第(3)列和第(5)列所示。可以看出，二者大小相仿(分别为 － 0. 386 4、
－0. 375 7)，而且和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 0. 313 1)较为接近，从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此外，
“是否沿海”和“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在 Logit 和 Probit 模型中不再显著。应注意的
是，尽管限于篇幅没有报告，但审判长固定效应仍然存在，说明司法审判虽然要求法官“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判决仍然显著地受到审判长个人特质的影响。
表 3 被告的行政级别对行政案件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线性概率模型、Logit和 Probit模型)
变量
(1) (2) (3) (4) (5)
OLS
WinPlaintiff
Logit
WinPlaintiff
Logit模型的
平均边际效应
Probit
WinPlaintiff
Probit模型的
平均边际效应
2． Admin_Level － 0． 313 1＊＊＊ － 2． 661 0＊＊＊ － 0． 386 4＊＊＊ － 1． 441 3＊＊＊ － 0． 375 7＊＊＊
(区县级) (0． 077 0) (0． 743 1) (0． 079 3) (0． 344 1) (0． 076 8)
2． Plaintiff_Type － 0． 041 2 － 0． 536 7 － 0． 067 5 － 0． 307 1 － 0． 068 1
(企业) (0． 063 4) (0． 528 3) (0． 063 8) (0． 286 7) (0． 061 5)
Coastal 0． 296 5＊＊ － 0． 697 1 － 0． 090 3 － 0． 369 5 － 0． 084 4
(0． 126 6) (1． 158 0) (0． 148 7) (0． 693 2) (0． 157 4)
Ｒiver － 0． 193 4 1． 008 8 0． 130 7 0． 538 0 0． 123 0
(0． 135 8) (1． 207 4) (0． 153 4) (0． 730 8) (0． 165 0)
Chief_Judge 是 是 — 是 —
Verdict_Year 是 是 — 是 —
常数项 0． 472 6＊＊ 0． 733 9 0． 170 9＊＊＊ 0． 427 0 0． 191 4＊＊＊
(0． 186) (1． 482 2) (0． 044 2) (0． 731 5) (0． 043 0)
观测值 181 157 157 157 157
拟合优度(Ｒ2 /拟 Ｒ2) 0． 363 5 0． 334 6 — 0． 328 7 —
(三)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正如上文所述，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是中国司法制度运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的法院级别设
置与行政区划相匹配，导致行政对司法过程的干预也具有了级别属性，即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对法院
判决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一般而言，行政级别更高的政府单位对案件判决结果的影响更大②。本文的
实证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使用的样本数量有限且仅局限于江门市周边五区县的子样本，
而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司法制度环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该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则还
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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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在解释变量的平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更准确地说，是和法院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单位对案件审理的影响更大。后文的实证结果将会证明，对一审行政案件的判决影响最大的是区县级政
府被告，而不是更高行政级别(如直辖市级)的被告。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用包含全国所有地区的行政案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显然不可能，可行的选择
似乎是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大样本容量，或者选用不同地区的案件判决数据。本文试图通
过两条途径来验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首先，扩大样本容量，使用“江门市异地审理司法制度改革数据
集”中的全样本;其次，使用“北京市行政诉讼微观数据集”，检验被告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率的异质性
影响在北京市的样本中是否成立。具体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4 和表 5。
表 4 被告的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江门市异地审理改革数据全样本)
变量
(1) (2) (3) (4) (5)
OLS Logit Logit模型的 Probit Probit模型的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平均边际效应 WinPlaintiff 平均边际效应
2． Admin_Level － 0． 312 4＊＊＊ － 1． 825 6＊＊＊ － 0． 322 1＊＊＊ － 1． 075 3＊＊＊ － 0． 323 9＊＊＊
(区县级) (0． 062 0) (0． 351 1) (0． 061 0) (0． 198 2) (0． 059 7)
3． Admin_Level － 0． 516 0＊＊＊ － 4． 179 2＊＊＊ － 0． 496 8＊＊＊ － 2． 245 7＊＊＊ － 0． 495 0＊＊＊
(地市级) (0． 094 5) (1． 346 6) (0． 065 3) (0． 598 1) (0． 066 1)
Pilot_Court 0． 494 8＊＊＊ 0． 752 3 — 0． 356 7 —
(0． 076 1) (1． 036 2) — (0． 646 5) —
2． Plaintiff_Type － 0． 086 2* － 0． 729 0＊＊ － 0． 096 4＊＊ － 0． 402 0＊＊ － 0． 093 6＊＊
(企业) (0． 046 4) (0． 369 1) (0． 044 9) (0． 204 3) (0． 044 3)
3． Plaintiff_Type 0． 006 48 — — — —
(事业单位) (0． 099 8) — — — —
Coastal 0． 412 0＊＊＊ － 0． 349 9 － 0． 048 9 － 0． 216 7 － 0． 053 1
(0． 083 5) (0． 984 0) (0． 137 5) (0． 625 6) (0． 153 0)
Ｒiver － 0． 285 5＊＊＊ 1． 138 3 0． 159 2 0． 625 4 0． 153 1
(0． 076 6) (1． 090 6) (0． 151 1) (0． 684 8) (0． 166 6)
Chief_Judge 是 是 — 是 —
Verdict_Year 是 是 — 是 —
常数项 0． 552 8＊＊＊ 0． 879 6 0． 179 0＊＊＊ 0． 491 8 0． 192 6＊＊＊
(0． 168 7) (1． 170 0) (0． 026 6) (0． 623 3) (0． 025 4)
观测值 394 367 367 367 367
拟合优度(Ｒ2 /拟 Ｒ2) 0． 269 8 0． 243 3 — 0． 240 7 —
江门市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开始实施“七归一”行政案件异地审理制度改革，改革之后行政案件
中原告的胜诉率可能会有所提高，而且主要作用于区县级(而不是乡镇级)被告的案件中。正因如此，
在扩充样本容量之后，一般情况下(没有进行异地审理改革)，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概率的异质性影响
将被低估，因此我们增加了“是否异地审理改革试点法院”(Pilot_Court)作为控制变量以克服这种影
响。可以看到，方程(1)(2) (4)中变量“被告的行政级别”中包含了区县级和地市级，其中区县级的系
数为负，而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假设 1 再次得到支持。地市级的系数同样为负，也都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我们使用的样本中，地市级被告的案件原告胜诉率显著低于乡镇级被告
案件。进一步地检验发现，地市级系数显著小于区县级，而且这一点在 3 个模型中均成立①，但这并不
违背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此外，从“平均偏效应”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区县级被告(相对于
乡镇级被告而言)对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大小相仿，而它们在量级上都略小于表 3 中的估计结果。
最后，“审判长固定效应”在江门市异地审理改革数据全样本中也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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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验的 p值在 LPM、Logit和 Probit三个模型中分别为 0. 007 8(F =7. 15)、0. 073 9(2 = 3. 19)和 0. 042 0(2 = 4. 13)。
表 5 被告的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北京市行政案件数据样本)
变量
(1) (2) (3)
OLS Logit Probit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1． Admin_Level － 0． 189 7 － 0． 906 5 － 0． 540 1
(国家级) (0． 153 4) (0． 919 0) (0． 547 7)
2． Admin_Level － 0． 275 8＊＊＊ － 1． 528 7＊＊＊ － 0． 905 2＊＊＊
(区县级) (0． 051 5) (0． 277 4) (0． 157 6)
4． Admin_Level － 0． 120 4* － 0． 509 5 － 0． 328 6
(直辖市级) (0． 071 9) (0． 401 0) (0． 220 3)
2． Plaintiff_Type 0． 012 6 － 0． 130 2 － 0． 095 4
(企业) (0． 053 6) (0． 363 7) (0． 212 6)
4． Plaintiff_Type － 0． 317 3＊＊＊ — —
(其他) (0． 099 5) — —
Chief_Judge 是 是 是
Verdict_Month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656 0＊＊ 0． 859 1 0． 481 2
(0． 263 9) (1． 234 5) (0． 698 4)
观测值 804 742 742
拟合优度(Ｒ2 /拟 Ｒ2) 0． 285 6 0． 203 2 0． 202 6
表 5 的回归方程与前文相比有如下几点不同:一是使用了北京市行政案件的数据样本，样本容量
大大增加;二是被告的行政级别除乡镇级和区县级外，增加了直辖市级和国家级;三是更大的样本容
量允许我们控制“判决月份”，从而能更精准地捕捉原告胜负情况变化的时间效应①。从估计结果来
看，“被告的行政级别”中区县级的系数在 3 个方程中均为负，且都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区县级被告案件的原告胜诉概率低于乡镇级被告案件的结论在北京市样本中仍然成立。本文所
使用的数据样本一个来自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一个为首都———内陆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而原告
胜诉概率的行政级别属性在这两个不同的地区均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一般性。
直辖市级的系数都为负，但却只在方程(1)中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方程(2)和(3)中均不显
著，这意味着尽管直辖市级被告案件比乡镇级被告案件中被告的行政级别高得多，且前者原告胜诉的
可能性比后者低，然而两组的差异并不具备较强的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此外，区县级的系数比直辖市
级更小，进一步检验之后发现，二者的差异均在 1%水平上显著②。说明原告面临区县级被告比面临
直辖市级被告的案件胜诉的可能性更低。国家级被告案件的情况介于直辖市级和区县级之间，不过
与后两者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③。分析至此我们发现，在北京市行政案件样本中，原告胜诉率从
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乡镇级、直辖市级、国家级和区县级。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干预司法更直接有力
的佐证。首先，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被告对司法判决有着不同的干预能力，因而乡镇级被告案件中原
告的胜诉率高于区县级被告案件，证实了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性。其次，回归方程中使用的样本全部
是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国法院的地方化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决定了区县级政府对法院的运
行干预较多，直辖市级和国家级政府尽管行政级别更高，却并不具有更强的司法干预能力的必然性。
表 5 的实证结果清楚地表明，原告胜诉率的高低与被告行政级别的高低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区县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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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行政案件数据集”中，审理法院同时涉及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为使估计结果更纯粹，我们在回归过程中只使用了基
层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
检验的 p值在 LPM、Logit和 Probit 3 个模型中分别为 0. 002 9(F =8. 95)、0. 001 6(2 = 10. 01)和 0. 001 0(2 = 10. 85)。
样本中“国家级”被告的案件只有 9 例，因此对这类案件的估计结果不会重点强调。
告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最低，意味着该级别作为被告的政府单位对司法过程的干预程度最强，从而从
实证的角度揭示了行政案件司法判决的行政级别属性的作用机制。“审判长固定效应”在北京市样本
中再次被证实。
(四)进一步的探讨
上文中的实证数据证实了我们的理论解释与假设，但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是样本的选
择问题。正如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15］所指出的，司法和诉讼中存在着逆向选择效应，原告只有在
自认为有较高胜诉可能性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法院，如果对司法制度缺乏信心或者认为诉讼成本过高，
则会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如私下和解或者忍气吞声。在本文所关注的行政案件中，原告面对的是掌
握公权力的政府机关，因此可以预期这种逆向选择效应更强。由于我们无法获取那些没有诉诸法院
的官民纠纷案例，因此不能够通过选择效应模型进行有效地处理。然而，既然法院的判决会受被告行
政级别的影响，则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原告的逆向选择行为很可能也会受到被告行政级别的影响;也
就是说，相对于被告是乡镇级政府而言，原告在面对区县级政府时更有可能撤诉。如此，实证结果只
会是低估官民纠纷解决过程中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影响，却不会削弱本文的结论。
其次，在上文的回归分析中，“案件所涉及的纠纷类型”变量没有被纳入。一是因为样本中部分纠
纷类型记录缺失，如果将其考虑进去则样本容量将大为减少①;二是案件纠纷类型较多且分布不均
匀②，会导致估计时损失的观测值较多。因此，尽管我们也对其进行了回归且结论仍然成立，但却没有
报告这组的回归结果。
最后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原告胜诉率的行政级别属性是仅存在于一审案件，还是也适用于二审案
件?若二审判决确实能够起到纠正一审判决中存在的偏误，则它有可能改变一审行政案件的判决中
原告胜诉率的行政级别属性。在“北京市行政诉讼微观数据集”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二审案件，同
样采用依次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计算出被告行政级别影响原告胜诉可能性的估计结果③。要说明的
是，回归中使用的是中级法院审理的二审案件样本，且原告既包括个人、企业或者事业单位，也包括政
府单位，由于本文的主旨是考察“民告官”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司法偏误，因此我们在下面的回归中剔除
了政府单位作为原告的案件样本。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方程(1)为只考虑“被告的行政级别”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区县级和直辖
市级的系数均为正(分别为 0. 017 6 和 0. 042 6)，而且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与一审案
件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在北京市的二审行政案件样本中，相比乡镇级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区
县级和直辖市级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其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更大。这意味着审理法官(全体)在二
审中的判决更有利于区县级和直辖市级被告案件的原告(相比于乡镇级被告案件)。行政案件中原告
胜诉率的行政级别属性在二审中同样存在，假设 2 得到证实。在一审行政案件中，区县级政府单位对
司法审判较强的干预能力，使得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远低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有时甚至低于直辖市
级被告的案件。原告若对一审判决不服，往往会提起上诉。方程(1)的估计结果则表明，区县级被
告案件的改判率显著高于乡镇级被告案件，二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审判决中的偏误。此外，区
县级的系数小于直辖市级，可能是因为二审中区县级被告的干预能力仍然高于直辖市级，导致前者
的原告胜诉率低于后者。然而在检验区县级和直辖市级的系数差异时，发现它们并不具备统计上
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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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北京市的样本中由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为 816 件，而有案件纠纷类型记录的只有 464 件;江门市的样本中总案件数量为 405 件，而有案件纠纷类
型记录的仅为 264 件。
在北京市样本中最多的案件类型是“信息公开”，为 293 件，其余 10 种类型共计 171 件;在江门市的样本中，数量最多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为
135 件，其余 12 种类型总计 129 件。
此处为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最大似然估计法(MLE)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加之样本容量有限，而待估计的参数又比较多，当使用 Logit 和
Probit模型时，Stata估计得不出有效的结果。
表 6 被告的行政级别对二审判决中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北京市行政案件数据样本)
变量
(1) (2) (3) (4)
OLS OLS OLS OLS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 WinPlaintiffWinPlaintiff
1． Admin_Level 1． 05e － 17 － 0． 000 191 0． 022 1＊＊ － 0． 182 0
(国家级) (4． 10e － 10) (0． 000 197) (0． 009 87) (0． 110 8)
2． Admin_Level 0． 017 6＊＊ 0． 019 6＊＊ 0． 017 8* 0． 018 5*
(区县级) (0． 008 77) (0． 009 43) (0． 009 37) (0． 010 3)
4． Admin_Level 0． 042 6＊＊ 0． 043 6＊＊ 0． 038 7* 0． 020 6
(直辖市级) (0． 020 9) (0． 021 1) (0． 023 2) (0． 016 1)
2． Plaintiff_Type － 0． 023 7＊＊＊ － 0． 026 6＊＊ － 0． 018 9*
(企业) (0． 008 83) (0． 012 6) (0． 010 8)
3． Plaintiff_Type － 0． 019 8＊＊ 8． 60e － 16 0． 011 8
(事业单位) (0． 009 48) — (0． 011 9)
Chief_Judge 否 否 是 是
Verdict_Month 否 否 否 是
常数项 － 1． 04e － 17 0． 000 191 － 0． 017 8* － 0． 001 70
(4． 73e － 10) (0． 000 197) (0． 009 37) (0． 01 89)
观测值 449 449 449 449
拟合优度(Ｒ2) 0． 012 5 0． 014 2 0． 038 7 0． 137 4
方程(2)～(4)中依次加入“原告的类型”“审判长固定效应”和“判决月份”变量，主要的回归结
果基本不变，假设 2 成立。随后又考虑了“控制案件所涉及的纠纷类型”的情况，区县级和直辖市级的
系数在各回归方程中大都不再显著，说明前述结果并不是很稳健。但是，在不同行政级别被告的案件
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至少说明二审相比于一审更有助于削弱或者消除行政对司
法的不当干预。最后，北京市二审行政案件中审判长固定效应依然存在。
(五)稳健性检验
一是以第一被告的行政级别为准重新构造变量“被告的行政级别”，估计结果几乎没有明显的变
化;二是以“判决季度变量”替换“判决年份”，以便更精确地控制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负情况的时间变
化趋势，可发现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在个别回归方程中略有削弱，但基本结论仍然能够得到支持;三
是尽可能同时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og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系数的估计结果大小相仿，所得
结论一致;四是同时使用“江门市异地审理司法制度改革数据集”及其子样本和“北京市行政诉讼微观
数据集”进行验证，不同数据集得到的研究结论一致，从而证实了本文核心论点的一般性。
五、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笔者构建的微观数据集实证研究了被告的行政级别对原告胜诉
可能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以区县级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远低于
乡镇级被告的案件，甚至低于直辖市级被告的案件，这不仅证实了行政干预司法的存在，而且与本文
的理论解释相一致，同时也揭示了行政干预司法的作用渠道。而在二审中，区县级被告案件的原告胜
诉可能性则高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该结论意味着二审判决具有纠正一审中司法偏误的积极作用。
二审判决对于一审中的司法偏误到底有多大的矫正作用?它能否成为削弱甚至消除中国行政干
预司法的良策?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样本中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北京市一审行政案件共 816 个，原告胜
诉率是 32. 23%;由中级法院审理且原告不是政府单位的二审行政案件 457 个，其中原告胜诉率只有
1. 7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上诉的二审案件，法院都维持了原判，上诉人胜诉的概率非常之低，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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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审判决对一审中司法偏误的矫正作用非常有限，尽管它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却不具备经济意
义上的显著性，因此在现实中，二审并不能作为削弱行政干预司法的有效措施。
本文所揭示的行政干预司法的渠道及原因，给相应的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如
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切断审理法院与作为被告的政府在人事和财务上的联系，那么或可削弱甚至消
除行政对司法运行的干预。近年来，中国各地逐渐兴起的行政案件的异地审理司法改革、省级以下
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以及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等司法领域的改革等，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展
开的。至于这些司法制度改革是否有助于削弱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对于司法运行的其他方面有什
么影响以及其经济后果，目前鲜有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课题。
此外，我们发现，一审和二审行政案件中均存在着“审判长固定效应”，也就是说，不同审判长负责
审理的案件，其中原告胜诉的概率普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并不知
道审判长的哪些个人特征影响了案件的判决结果，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而这也可以作为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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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Ｒanks of the Government，Judicial Intervenor's
Ability and Court Verdicts:Evidence from Court
Documen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HANG Yan-long，LIU Yi-ming
(Wang Yan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hand-collected microdata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Guangdong and Beijing
courts，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defendant's administrative
rank on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plaintiff．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ases of the first instance with the
county-level government unit as the defendant，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plaintiff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with the township-level government unit as the defendant，even lower than cases with the municipality direct-
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ijing)as the defendant． The findings empirically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s interpreted by the
theory adopted in this paper，reflecting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e in the work of
judicial system． However，in the cases of the second instance，the conclusions reverse，which means that
the second tria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judicial bias in the cases of the first instance． It also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chief judge fixed effect in the cases of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instances． Although judicial ver-
dicts require judges to base on facts and take law as yardstick，in practice the judgement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personality of chief judge．
Keywords:administrative ranks of the government;judicial intervenor's ability;court verdicts;adminis-
trativ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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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ls:
Case Studies on Apple，Samsung and Huawei
ZHANG Yong-ka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ypical technonlo-
gy innovation models of such corporations as Apple，Samsung and Huawe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pple has undergone from closed-do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semi-closed inno-
vation to open innovation;Through strategic measure such as Copy，revers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tracking，Samsung has fullfilled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imitation innovation，and coop-
eration innovation to strategic transcendence;Huawe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has gone through from
imitation innovation to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short，although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varies from corporation to corpor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s are
showing a gradual trend from the closed to the ope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
whether it starts from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r imitation innovation，corporations tend to adop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model ultimately． Thus，it is predicted that those who can integra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perfectly，will occupy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indust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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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延龙，刘一鸣 政府行政级别、司法干预能力和法院判决———来自行政案件判决书的证据
